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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胆管细胞癌(cholangiocarcinoma)是一种来源于胆管上皮的恶性肿瘤，居原发性肝癌的第二位，预后极

差。其早期常无明显临床症状，确诊多在中晚期，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超声检查作为无创、实时、方便

的首选成像手段，对于胆道疾病的早期筛查有重要价值。近年来，多维度和多模态超声技术(包括二维、

三维/四维、多普勒、弹性成像及超声造影等)在胆管癌诊断和分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人工智

能和辐射组学的快速发展为超声图像分析带来了新思路。本文综述了多模态超声在胆管细胞癌中的应用

进展，重点介绍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和多模态超声融合在胆管癌早期识别、病理分型、治疗指导及预后

评估中的研究成果与临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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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olangiocarcinoma is a malignant tumor arising from the biliary epithelium and the second most 
common primary liver cancer, with extremely poor prognosis. Because of its insidious onset,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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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are diagnosed at advanced stages, missing optimal treatment opportunities. Ultrasound, as a 
noninvasive and convenient first-line imaging modality, plays a key role in initial detection of bili-
ary tract lesions. In recent years, multidimensional ultrasound techniques (including 2D, 3D/4D, 
Doppler, elastography, and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ve sig-
nificantly advanced the early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holangiocarcinoma.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progress of multimodal ultrasound and AI-assisted diagnosis in cholangiocarci-
noma, highlighting their applications in early identification, subtype classification, treatment plan-
ning, and prognostic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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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胆管细胞癌是起源于胆道上皮的恶性肿瘤，是肝脏第二大原发性恶性肿瘤，占肝脏原发性恶性肿

瘤的 10%~15%。根据解剖位置，胆管细胞癌可分为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肝门部胆管细胞癌(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pCCA)和远端胆管细胞癌(Distal Cholangiocarci-
noma, dCCA)该病多由长期慢性胆道炎症(如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肝吸虫感染)所致，预后极差，五年

生存率往往不足 10% [1] [2]。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临床多在病情进展后才被发现，常失去根治机会。

因此，实现胆管癌的早期诊断、精准分型并指导治疗成为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超声检查因其无创、无

辐射、实时动态显示病变及可重复检查的优势，通常作为胆道疾病的首选筛查方法[3]。传统二维灰阶

超声可发现胆管癌引起的胆管扩张、肝脏占位等表现，但对早期或小病灶的敏感性有限，需要配合血

管超声和造影进一步评估。近年来，多维度超声(包括二维、三维/四维、多普勒、弹性成像、超声造影

等)和人工智能技术在超声影像诊断领域的应用，大大拓展了超声对胆管癌诊疗的能力。多模态超声技

术(包括常规二维超声、弹性超声、超声造影等)可以获取多种超声数据，可提供丰富的肿瘤特征信息，

有助于动态评估癌症过程，并判断疗效[4]本文将从超声诊断技术进展和预后评估应用两个方面，对多

模态超声在胆管细胞癌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综述，重点讨论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与多模态融合技术的

应用价值与未来发展。 

2. 超声诊断技术的应用进展 

2.1. 二维超声 

二维灰阶超声是超声诊断的基础。常规超声作为胆管细胞癌筛查的首选方法，具有无创、便捷、经

济、可重复性强等显著优势。通过高频探头和多普勒技术，常规超声能够提供肿瘤的基本形态学信息和

血流动力学特征[5]。根据肿瘤的生长方式和病理特征，胆管细胞癌在常规超声上主要表现以下特征： 
1) 肿块型胆管细胞癌(最常见，占 60%~70%)：肝内实性占位病变，多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边界不

清，可见浸润性生长边缘。内部回声多为低回声或等回声，回声不均匀，后方回声可有轻度增强或衰减。

内部血流信号不丰富，可见少量点状或条状血流。 
2) 管周浸润型胆管细胞癌：胆管壁不规则增厚，管腔狭窄或闭塞，可见肝内胆管扩张，呈“树枝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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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周围肝实质可见浸润性病变，可伴有肝门部淋巴结。 
3) 管内生长型胆管细胞癌：胆管内可见乳头状或结节状突起，病变近端胆管明显扩张，基底较宽，

与胆管壁分界不清，内部可见较丰富的血流信号[6] [7]。 
常规超声检查可探查到肝内肿块等病变，但是对于弥漫型无肿块型肝内胆管细胞癌及周围动脉、病

灶内血流显示不清晰者，诊断鉴别难度较大，同时诊断准确性受操作者经验影响较大，对于深部或位置

特殊的病灶显示能力有限，血流评估不足，对肿瘤微血供的评估能力有限，与其他肝脏占位性病变的鉴

别存在一定困难[8]。 

2.2. 弹性成像 

超声弹性成像(如剪切波弹性成像)是一种无创评估组织硬度的超声技术，利用声辐射力脉冲在组织

中产生剪切波，通过超高速成像系统追踪剪切波的传播，根据剪切波速度计算组织的杨氏模量(E = 3ρv²，
其中 ρ为组织密度，v 为剪切波速度) [9]。超声弹性成像近年来发展迅速，实时 SWE 作为目前最先进的

弹性成像技术之一，可在二维超声的基础上进行肝脏实时弹性成像，并可避开管壁结构测量组织弹性值，

获得组织的绝对硬度数值，在测量中不受腹腔积液及气体的影响，并实时彩色编码显示弹性结果，应用

前景广泛。SWE 测量的杨氏模量数值越大，提示组织越硬；数值越小，提示组织越软，通过测量组织硬

度，为肿瘤组织性质提供信息[10]。由于胆管癌通常纤维化显著，弹性成像可表现为肿瘤区域硬度明显增

加。这有助于区分恶性占位与炎性或良性结节，并可能提示肿瘤的浸润程度[11]。在众多肿瘤中，恶性病

变由于细胞排列紧密、间质增生等因素通常比良性病变更硬。因此，弹性成像能够为肿瘤的良恶性鉴别

提供重要的物理参数。该技术主要包括应变弹性成像(Strain Elastography, SE)和剪切波弹性成像(Shear 
Wave Elastography, SWE)两大类。SE 主要提供定性或半定量的硬度分布图，而 SWE 则能定量测量组织

的弹性模量，单位通常为千帕斯卡(kPa)或米每秒(m/s)，结果更为客观[12]。在肝脏纤维化的无创评估中，

弹性成像已成为金标准之一。瞬时弹性成像(Transient Elastography, TE)和剪切波弹性成像(SWE)在诊断中

重度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方面与肝活检有高度一致性[13]。SWE 通过定量评估提供客观的硬度数值，可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主观性，并实时观察组织的硬度分布，其具有无创安全、可重复检查、检查时间短，患

者配合度要求低等技术特点，欧洲肝脏研究学会(EASL)和美国肝脏病研究协会(AASLD)等权威组织的指

南均推荐将 LSM (TE 或 SWE 测得的肝硬度值)作为评估肝纤维化分期和预后的主要无创工具。例如，

EASL 指南建议，TE 值小于 8 kPa 可用于排除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的晚期纤维化。同时，

肝硬度值还与肝静脉压力梯度(HVPG)呈强相关，可用于预测门脉高压及其并发症的风险[14]。最新的肝

脏多参数超声指南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截断值，如 TE > 20 25 kPa 可用于诊断临床显著性门脉高压(CSPH) 
[15]，然而，目前针对胆管癌的弹性成像研究较少，其临床应用价值仍需更多临床研究和病例验证。 

2.3. 超声造影 

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CEUS)可谓是多年来超声诊断领域的一次重大进展，在相当

程度上拓展了超声诊断的应用范围，也被誉为超声影像诊断发展历程上的“第 2 次革命”，其基本原理

是通过静脉注射含微气泡的造影剂，主要使用造影剂 SonoVue (Bracco Spa, Milano, Italy) [16]。它由包裹

在磷脂膜外壳中的六氟化硫气泡组成利用微气泡对声波的强大散射反射特性，显著增强了血流信号的显

示能力，将超声的诊断维度从形态学拓展到了功能学和血管学层面。这些微气泡直径通常在 1~4 微米之

间，能安全地通过肺循环进入体循环，经肺部呼出，无需肾功能排泄，因此具有无肾毒性、无电离辐射、

安全性高的优点，使其成为肾脏疾病患者和儿童的理想选择[17]。因其成本低、实时性好，且诊断精度可

与 CT 和 MRI 相媲美，已被广泛应用于肝局灶性病变的诊断[18]。CEUS 能够探测到直径小至 40 μ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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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血管，远优于传统彩色多普勒所能显示的 ≥ 100 μm 血管，这使得对肿瘤新生血管、斑块内微血管和

器官灌注的评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细程度，CEUS 可以通过病灶内部微血流灌注情况准确区分病灶内

部肿瘤区域与坏死区域，提高穿刺成功率，减少穿刺取材不满意发生概率，从而减少患者不必要的穿刺

次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与传统超声相比，超声造影在胆管癌的定性诊断中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在动脉相，ICC 可表现为环状动脉相高增强(arterial phase hyperenhancement, APHE)或均匀/不均匀

的非环状 APHE。在伴有肝硬化或慢性肝炎的 ICC 中，非环状 APHE 更为常见，而在无慢性肝病患者中

环状 APHE 更为常见；同时，非环状 APHE 还受到肿瘤大小的影响，在小肿瘤中更为常见。在门脉相，

ICC 一般表现为早期消退，即在 APHE 达峰后，病灶的强化程度迅速减弱，进入门脉相时肿瘤明显低于

周围正常肝组织。在延迟相，ICC 多表现为显著消退。ICC 在 CEUS 中的表现与 HCC 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些差异可以作为鉴别诊断的要点。与 ICC相比，HCC在动脉相通常表现为均匀/不均匀的非环状APHE；
在门脉相通常表现为等增强的无消退；在延迟相通常表现为晚期且轻度消退通常[19]，肝内胆管癌动脉期

呈现不规则的周边强化(“边缘环状增强”)，在门静脉期或延迟期出现明显的快速清除(低强化)。这种强

化动态与肿瘤内丰富的纤维结缔组织密切相关：增强明显的区域往往对应癌细胞密集区，而快速清除的

区域提示纤维化基质区域。因此，超声造影不仅提高了胆管癌病灶的检出率，还为评估肿瘤恶性程度提

供了依据。值得注意的是，造影结果受操作者技术影响较大，人工智能辅助分析可有效提高诊断一致性

和客观性。然而，CEUS 仍存在局限性，其对于深部病灶的显示能力有限，且受患者呼吸运动、心脏搏动

等因素影响对于微小病灶的检出率仍有待提高，此外操作者经验对诊断结果也有一定影响。 
总体而言，CEUS 作为一种无创、实时、高分辨率的血管成像技术，正凭借其独特的价值，在肿瘤血

管学和功能成像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其临床应用前景十分广阔。未来，CEUS 在 CCA 等肝脏

疾病诊疗中的发展将呈现多维度融合与智能化升级的趋势。多模态 AI 模型有望突破传统影像的局限，通

过整合 CEUS 视频动态特征、影像组学定量参数及液体活检标志物，构建新的联合诊断体系，实现对 CCA
及转移性病灶的准确诊断[17]。 

3. 预后评估中的应用 

3.1. 分型相关性 

胆管癌的影像学表现与其形态学分型和肿瘤生物学行为密切相关。胆管癌可分为包块型、周围浸润

型和管内生长型三种生长模式[20]在超声上，包块型常表现为肝实质内的实性占位病灶并伴有局部肝实

质压迫，浸润型多呈胆管壁弥漫性增厚或紧密粘连，而管内型主要表现为胆管内异常占位导致胆管扩张。

如二维超声所见，包块型胆管癌可见明显低回声实性肿块，周围伴有胆管扩张；浸润型可表现为可疑胆

管壁层次紊乱；管内型则是管腔内可见肿块。影像学分型不仅有助于疾病的定性诊断，还与预后相关：

一般认为管内生长型恶性程度相对较低，预后较好，而浸润型易伴随血管和神经浸润，预后相对较差。

因此，超声对形态学分型的提示对于制定治疗策略和预后判断具有重要意义[21]。 

3.2. 胆管癌病理亚型与超声造影增强模式的生物学机制 

胆管癌(CCA)是一组具有高度异质性的恶性肿瘤，其不同的病理亚型展现出独特的生长方式和组织

学特征，这些内在的生物学特性直接决定了其在影像学检查中的宏观表现[22]，超声造影(CEUS)作为一

种无创、实时的功能成像技术，能够动态观察病灶的血流灌注过程，其呈现的增强模式并非随机现象，

而是肿瘤内部结构与功能状态的直接反映[23]。深入解析肿块型与浸润型 CCA 的病理特征与其 CEUS 增

强模式之间的生物学联系，对于实现精准诊断和评估肿瘤生物学行为至关重要。这种联系主要由三个核

心的组织学因素决定：癌细胞密度、纤维化程度以及血管生成特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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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块型 ICC 以其膨胀性生长为主要特征，在肝脏内形成一个界限相对清晰的团块。这类病变的 CEUS
表现呈现出多样性，其中“快进快出”是较为典型的一种模式。这一增强模式的背后，其生物学基础在

于肿瘤具有较高的肿瘤细胞密度和丰富的新生微血管网络[24]。一项由 Yuan M 等人进行的研究明确指

出，CEUS 上呈现高增强的区域与肿瘤组织中更多的肿瘤细胞数量直接相关[24] [25]。这意味着，在肿瘤

早期或生长活跃的区域，癌细胞高度密集，占据了大部分肿瘤体积，而间质成分较少。当静脉注射的造

影剂微泡进入这些富含肿瘤细胞的区域时，由于血供丰富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造影剂迅速灌注(快进)。
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静脉回流通道和间质压力较低，造影剂也迅速流出(快出)，从而形成典型的“快进

快出”时间–强度曲线[2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快进快出”模式更常与肝细胞癌(HCC)相关联，但在

某些分化较好、细胞密集的 ICC 中亦可观察到。因此，在临床实践中，若肿块型 ICC 呈现此模式，可能

预示着其具有更高的增殖活性和侵袭潜力，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与“快进快出”相反，“延迟强化”或持续性增强则更多地与浸润型 ICC 及部分分化较差的肿块型

ICC 相关，这种增强模式反映了肿瘤内部复杂的基质环境，其生物学基础主要是致密的纤维化背景和相

对较低的细胞密度。随着肿瘤体积的增大，癌细胞虽然仍在增殖，但间质反应(尤其是纤维化)也显著增强。

大量增生的成纤维细胞和沉积的胶原纤维形成了致密的基质，如同一道屏障，物理性地阻碍了血液的正

常灌注和流出，导致造影剂到达病灶的时间延迟，且在病灶内滞留时间延长[26]。此外，部分肿瘤区域可

能发生坏死，进一步改变了局部血流动力学，使得整个肿瘤的增强模式表现为缓慢、持续的“延迟强化”。

这种模式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诊断线索，也可能与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和治疗反应密切相关。例如，致密的

纤维化屏障可能会阻碍化疗药物的渗透，从而导致肿瘤对治疗产生耐药性[27]。浸润型 ICC 没有清晰的

包膜，其肿瘤细胞像树根一样向周围肝实质内呈扇形或条索状伸展，这种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其特殊

的 CEUS 表现。其中，“周边环状强化”是一个极具特征性的表现。一项针对 21 例 ICC 的研究发现，

66.7%的病灶在门脉期表现出“环征”，即中央区域洗脱较快，而边缘区域保持增强[7]。这一现象的病理

基础在于，肿瘤的外围是活跃的浸润前沿，这里有大量的新生血管供应，表现为环状增强；而中央区域

由于血供相对匮乏，且常伴有更严重的纤维化和坏死，因此表现为低增强或无增强。“环征”直观地展

示了肿瘤“侵蚀”而非“膨胀”的生长特性，是识别浸润型 ICC 的一个重要影像标志。另一些浸润型 ICC
或小于 3 cm 的小病灶，由于细胞密度更低、纤维化比例更高，可能不表现出典型的“快进快出”模式，

反而呈现“无明显强化”或“渐进性增强”。综上所述，CCA 的 CEUS 增强模式是一个由肿瘤内部结构

决定的“指纹”。通过系统性地分析这些模式，我们可以间接推断出肿瘤的细胞构成、纤维化水平和血

管分布情况。这种病理–影像的紧密联系，使得 CEUS 不仅仅是一种定性工具，更成为一种评估肿瘤微

观生物学特性的无创探针，为后续的个体化治疗和预后判断提供了宝贵的影像生物标志物信息。此外，

针对疑似胆管癌病灶进行超声引导穿刺活检，可以获取组织学依据，结合影像特征和临床资料，对肿瘤

病理类型及分级做出综合判断，提供精准的诊断和预后评估[8] [28]。 

3.3.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 

超声是肝脏疾病最常用、最易操作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其具有方便、低成本、实时等优点，因此被

广泛应用于肝胆疾病的筛查，但其对 CCA 的诊断能力并不理想。MRI 被普遍认为是诊断 CCA 的最佳影

像学检查，其诊断效能仅次于病理学。但其成本高、部署难度大、患者配合要求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其适用性[29]。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CEUS)可将常规超声检查从“筛查”转变为“诊

断”，在 CCA 诊断中发挥重要作用。 它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能够连贯地记录 CCA 的血管灌注、血

流动力学特征和血管分布模式，为多分类提供关键信息[10]。然而，CEUS 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共同

的困境，包括对经验的高度依赖和因医生疲劳而降低的诊断能力。此外，CEUS 因其高时间分辨率而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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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挑战。一个典型的 CEUS 视频包含数千帧，远远超过其他肝脏影像学检查。丰富的信息使 CEUS
在诊断能力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如何准确、全面地捕获与多类型分类相关的关键动态特征成为超声

放射科医生能力之外的困境[30]。近年来，深度学习和辐射组学技术在肝脏超声图像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术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新的机遇，尤其是 AI 领域中的影像

组学和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 DL)在疾病的诊断及预后方面具有突出贡献，一般来说，人工智能可以被

认为是使用任何设备来模仿人类的认知过程，涉及学习、应用和解决复杂问题。如今，被称为“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人工智能正在极大地改变我们整个生活的面貌[5]。Chaiteerakij 等采用 YOLOv5 深度学习模

型对包含胆管癌在内的超声图像进行训练，其系统对胆管癌病灶的检测准确率达到 92.2%，敏感度和特

异度近 90%以上[16]。另有研究由 Ding 等开发基于超声造影视频的多模态 AI 模型，用于区分肝内胆管

癌、肝细胞癌等多种肝脏占位病变，该模型在多中心测试中准确率达 0.85 以上，诊断表现与资深医生相

当[30]。这些成果表明，AI 辅助超声诊断能显著提高诊断客观性和效率，尤其可帮助基层或经验不足的

医师达成专家级诊断水平。未来，集成多模态影像特征和临床数据的 AI 模型有望用于胆管癌预后预测和

个体化治疗决策。 
尽管人工智能(AI)在医学影像分析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能够有效辅助医生进行疾病诊断和预后

预测[31]，但其在胆管癌(CCA)这一特定领域的临床落地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当前的核心障碍并非算法本

身的优劣，而是围绕数据和流程的系统性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小样本数据问题及其引发的模型泛化

能力差。这种数据规模的局限性直接导致了模型容易发生过拟合，即模型过度学习了训练数据中的噪声

和特定病例的特征，从而丧失了对新数据的泛化能力。大多数 AI 研究依赖于单中心的小规模数据集，其

样本量通常在 200 例左右[32]-[35]，单纯的技术优化无法从根本上打破这一困局。真正的突破口在于数据

层面的革新。模仿一项成功的研究案例，该研究汇集了来自全国 51 家医院的大量病例，建立了世界最大

的 iCCA CEUS 数据集，直接从源头上解决了数据量不足的问题[36]。这种方法论启示我们，必须改变以

往单打独斗的模式，转向开放合作的数据共建生态。然而，构建大规模数据集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涉及数据质量控制、标注一致性、以及伦理审查等诸多环节，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 
除了数据量的不足，另一个深层次的瓶颈是数据标准的缺失。即使是在多中心研究中获取的数据，

如果来源机构的设备型号、扫描参数、图像后处理方式、病理染色和阅片标准各不相同，那么这些数据

也无法被有效整合，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不可比的。这种数据层面的异质性是导致模型泛化失败的根本原

因之一[24] [37] [38]。因此，仅仅扩大数据规模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化体系，确保

数据的质量和可比性。这需要行业内的专家、厂商、医疗机构共同参与，制定并推广统一的数据采集、

处理和标注标准，这是实现 AI 模型真正临床可用的前提。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 AI 模型在胆管癌诊断中面临的泛化能力差和数据异质性问题，必须建立一套涵盖

数据采集、处理、共享和使用的全链条标准化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数据的高质量、可比性

和可用性，同时兼顾患者隐私和数据安全。借鉴病理学领域(Pathomics)在应对类似挑战时所积累的经验，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病理学领域同样面临全切片图像(WSI)因扫描仪、染色方法和分辨

率不同而导致的异质性问题，并为此提出了一个包含六个步骤的路线图，其理念完全适用于医学影像领

域[38]，第一步是建立国际性的数据标注与共享联盟。这需要由行业协会、顶尖研究机构牵头，联合全球

范围内的多家医院和研究中心，共同致力于创建一个大型、公开或半公开的胆管癌多模态影像数据库。

这个联盟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并强制执行严格的数据采集协议。例如，可以参考 ACR CEUS LI-RADS v2017
等权威指南，明确规定 CEUS 检查的各项参数，包括造影剂的类型、剂量、注射速度、扫查角度，以及

关键的增强阶段(如动脉期、门脉期、延迟期)的触发时间点[36] [39]这种标准化的采集流程能够最大限度

地减少因操作不当引入的变异，为后续的模型训练提供一致的基础数据。第二步是推行严格的元数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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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图像预处理标准。每一份上传至数据库的影像数据，都必须附带详尽的元数据，记录设备品牌、型

号、探头类型、扫描深度、增益设置、图像分辨率等所有可能影响图像质量的信息[37]。此外，还需要开

发并提供开源的标准化预处理脚本，涵盖颜色归一化、去噪、伪影去除等步骤，以确保不同来源的图像

在进入模型训练前处于统一的“语言”环境中，从而消除图像层面的异质性。第三步则是推动病理–影

像多模态数据的整合。除了影像数据，还应详细记录患者的临床信息、实验室检查结果以及最终的病理

诊断报告(包括肿瘤大小、组织学分型、分化程度、微血管侵犯、神经侵犯、纤维化比例等)。这种精细化

的标注为训练能够预测预后、指导治疗的高级 AI 模型奠定了坚实基础[40]。通过实施上述策略，我们可

以逐步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的数据生态系统。一个高质量、标准化的公共数据集不仅能加速 AI 模型的研

发和验证，还能降低单个研究团队的数据收集成本和时间。而一个经过充分验证的高性能模型，则能反

过来激励更多医疗机构愿意参与到数据贡献中来，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数据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最

终，这种开放、协作、标准化的框架将成为推动 AI 技术在胆管癌乃至其他癌症领域实现临床转化的强大

引擎。 

4. 临床应用价值与未来发展 

多模态超声成像技术(Multimodal ultrasound imaging technology, MUIT)利用多种超声成像模式采集全

面的图像信息。常用的成像模式包括 B 超成像、彩色多普勒成像、组织弹性成像等。每种成像模式通过

不同的探头和扫描技术产生特定的超声图像。通过将这些不同模态的图像进行叠加或融合，可以提高医

学影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为医生提供更清晰的诊断和治疗方案。MUIT 成像技术在医学领域有着

广泛的应用[41]。例如，用于预测 TI-RADS 4 甲状腺结节的恶性程度。结果表明，该模式在测试集和外

部验证集的 auc 分别达到 0.856 和 0.779，具有优异的诊断性能和良好的泛化能力。更重要的是，该方法

在多模态数据融合与处理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并有望在未来扩展到传感器数据处理的其他领域(如多

源数据融合和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此外，使用 SHAPheatmaps 可以对各种放射学特征对模型预测

的影响进行可视化分析，帮助放射科医生更好地理解模型的决策过程[42]。多模态超声技术在癌症筛查、

诊断、治疗决策和随访管理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在早期筛查中，常规灰阶和多普勒超声可发现胆管扩

张等间接征象，结合超声造影可明显提高微小病灶的检出率；弹性成像为判断肿瘤硬度和浸润深度提供

参考。人工智能的引入使超声诊断更加标准化和智能化，部分研究已在缺乏 MRI 等高级影像条件的地区

证明，基于超声造影的 AI 模型可帮助进行准确诊断[28]。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解决图像采集和分析的标

准化问题，包括制定统一的超声检查协议和造影剂使用标准、建立大规模多中心数据库，并融合影像学、

临床及病理组学数据。随着超声成像设备、造影剂和计算机算法的持续进步，预期多模态超声与 AI 结合

将为胆管癌的早期识别、精准分型和个性化治疗提供更加可靠的支持。 

5. 结论 

多模态超声技术凭借其无创、实时、可重复的特点，在胆管细胞癌的诊断和预后评估方面展现出越

来越重要的价值。二维超声和多普勒仍是基础筛查手段，超声造影和弹性成像能提供更多的定性和功能

信息，人工智能技术则进一步提升了诊断准确率和一致性。融合人工智能的超声诊疗有望显著提高基层

医院的诊断水平，实现胆管癌的早发现、早诊断和精准分型。多模态超声技术在肿瘤诊疗中的应用正处

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未来的发展将由技术创新、临床需求和系统性挑战共同塑造。展望未来，

我们可以预见几个关键的发展方向。首先，技术创新将持续深化诊断的深度和广度。当前，AI 与多模态

成像的结合是最大的技术亮点。未来的 AI 将不仅仅是辅助诊断，而是成为智能的“第二双眼睛”，能够

进行全自动的病灶检测、分割、量化分析和生成报告。随着联合学习、迁移学习等技术的发展，有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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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更具普适性的 AI 模型。其次，硬件和成像技术本身也在不断突破。更高频率的微弹性成像(>20 MHz)
有望揭示更细微的组织结构变化。三维(3D)弹性成像能够提供更立体的硬度信息，已被用于乳腺肿瘤体

积评估、肝脏消融后评估，在肝脏检查中，MUIT 成像技术可以整合多普勒成像和弹性成像模式来评估肝

纤维化和肝脏肿瘤的程度[41] [43]。目前相关研究多为样本有限的回顾性分析，未来需要开展大样本、多

中心的前瞻性研究来验证多模态超声及 AI 辅助诊断的临床效益，为胆管癌的早期检测和精准治疗提供更

坚实的循证医学依据。最后，临床应用将更加聚焦于改善患者结局和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未来的研究重

点将不再仅仅是追求更高的诊断准确率，而是转向评估这些技术在真实世界中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总之，

多模态超声技术的未来发展，必然是一个技术、临床和政策相互促进、协同进化的过程。只有解决了这

些深层次的挑战，才能真正让这项革命性的技术惠及最广泛的患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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